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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全球经济非正规化的背景下，《全球“猎身”》讲述了印度 IT工人如何通过以海内外劳力行

为核心的中介体系进入世界信息产业，《流动社会的秩序》则讲述了彝族工人如何被以“领工制”为核心的中

介体系带入到珠三角的代工企业中。劳力行和“领工制”均通过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组织用工，不同之处在

于，前者主要承担输送劳动力的工具性角色，后者则在推动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中兼具社会保护之职能。

两部著作对学界的启示意义包括：（1）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很复杂，社会关系的运作可能进一步推动市场的

“脱嵌”趋势；（2）劳工研究要对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市场中的控制予以同等关注。

关键词：劳力行；领工制；社会保护；劳动力市场“脱嵌”；社会控制

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非正规化、生产弹性化、用工灵活化渐成趋势（Kalleberg, 2009）。从

企业生产组织形态看，福特制下大规模、一体化的科层组织被灵活的外包系统、全球代工体系所取代（Sil⁃
ver, 2003；谢国雄，1989）。在用工方面，移民工人、劳务派遣工、学生工乃至乡村社会中的妇孺儿童等临时

工群体，被广泛用于替代那些拥有长期合同和保障的工人群体，或形成对企业核心员工的补充（Silver,
2003；熊秉纯，2010；苏熠慧，2015；陈慧玲，2018）。在经济发展模式、企业组织形态、用工方式变动的背景

下，劳工研究中的两大经典议题值得关注：（1）社会是否仍然有约束市场过度扩张和劳动力商品化的能

力？（2）对劳动力的组织与控制方式是否发生变化？范围是否仅局限于企业生产过程之中（Burawoy,
1985）？项飚（2012）与刘东旭（2016）均以少数族群工人的流动经验及其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组织为研究对

象，对上述两大议题进行了回应。在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动的背景下，传统社会关系的运作反而有可能进

一步推动市场的“脱嵌”趋势；对劳动力的控制则可能同时存在于生产过程和劳动力市场之中。

一、世界工厂中的彝族工人

珠三角是全球制造业的代工中心，这里的大多数工厂都围绕着海外的订单组织生产。但受制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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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旺季和经济形势的波动，订单规模往往是不稳定的。变动不居的订单经济催生出灵活的生产组织策略，

企业可能将做不完的订单外包给周边的小企业、家庭作坊或入厂包工队伍，也有可能紧急招聘大量的劳务

派遣工、学生工或其他临工（黄岩，2012；郑广怀等，2015；刘东旭，2016）。由外包体系和临时工群体构成

的非正规经济，确保珠三角的代工产业能在面对市场的变化时伸缩自如。

彝族工人群体是珠三角临时工群体中最为边缘的一支力量。刘东旭（2016）的专著《流动社会的秩序：

珠三角彝人的组织与群体行为研究》（以下简写为《流动社会的秩序》）向我们完整呈现了珠三角彝族工人

的工作生活图景，并详细勾勒了彝人群体内部的社会秩序和组织方式。当汉族工人回家过年或学生工在

暑期后返校时，彝人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劳动力市场空缺。而在用工需求较少时，他们只能待业或被迫接

受更为糟糕的用工条件。彝人大多来自云南、四川、贵州等西南省份的山区，长期贫困的现实是他们外出

务工的主要动因，而来自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融入障碍和外界对彝人群体根深蒂固的歧视（如“素质低”、“不

好管理”、“喜欢喝酒打架”、“容易抱团”等），则基本决定了其劳动力市场产业后备军的地位。

企业生产的持续波动需要这样一支产业后备军，但如何将这个特质鲜明的群体与现代工业生产迅

速耦合，却是一大难题。首先，这支队伍必须在缺工时呼之则来，完成迫在眉睫的订单生产，而在企业

生产结束或寻找到替代者时能挥之则去，尽可能降低用工成本和规避劳动管制；其次，需要克服彝人在

语言沟通、文化融入和工作生活适应方面的问题，那些外界印象中的行为缺陷也要被控制，以确保生产

顺利进行。

彝人工头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工头长期在珠三角闯荡，对打工城市的工作生活环境

比较了解，并在企业、劳务公司甚至政府部门中发展出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他们不仅是彝族工人

进入企业的劳务代理，也是帮助彝人融入工厂生产和城市生活环境的文化中介，同时还承担着化解彝人与

企业劳动纠纷的职责。每到逢年过节返乡时，彝族工头都要受亲戚朋友之托带一批年轻人到沿海打工。①

接受委托后，工人便跟着工头乘坐数十个小时的火车或大巴来到打工城市；随后工头便要多方动用关系，

联系工厂；如果一时联系不到合适的工作，工头便要将工人安置在小旅馆，负责其基本食宿；进厂后，则会

有小工头或带班专门协助工人办理入厂手续，并管理工人在工作生活中的一应事宜。工头也要在各种场

合不断对工人进行教导。在日常生活中，工头要带工人逛商场、添置新衣服，教工人如何出行，引导工人改

掉以往的卫生习惯，告诉工人如何打电话、存钱，等等。在工作中，则要给工人讲述工厂管理的细节，以工

人可以理解的方式传达管理人员的意见，并调处工人与工厂之间大大小小的纠纷。这些工头还要不断跳

出彝人的内部圈子，主动与劳务公司、工厂人力资源、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保持联系。

彝人工头带领老乡外出，垫付相关费用，帮助他们进厂，并安排专门的带班处理其工作和生活中的困

难，与此同时，工头与工厂或劳务中介签订协议，从工人工资中抽取一定份额作为自身收入，这种制度被称

为“领工制”。在这一制度中，彝族工人与工厂之间存在着众多利益相关者。许多小工头并不能直接找到

工厂，他们可能需要借助大工头的关系网络，工人有时可能要经过数个工头倒手才能进入企业。但能将工

人输送到工厂的大工头也是少数，他们可能还要通过当地的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将工人介绍到企业时，人

① 这只是 2006年之前的情况，之后随着工头越来越多，加之许多工人在外出务工后对工头依赖减少，工人反过来对不同工头进

行比较和选择，工头对工人的竞争则日趋白热化，甚至有一些工人不惜通过拐骗、欺骗工人的方式招走工人（刘东旭，2012:258—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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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可能又要从中抽一笔提成。因此彝人在通往企业大门的过程中，可能需要经过带班、小工头、工头、

劳务公司、企业人力资源这样一条漫长的利益链条，每个利益主体都要在彝人的血汗工资中分一杯羹。

年轻的彝族工人生活在工头的庇护网络中，工头也从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商机。但这些以工

头个人为中心的网络尚难以完全规范彝人在珠三角的社会秩序。随着用工荒背景下工人越来越少，而工

头却越来越多，带工成本随之越来越高。工头内部“挖工人”的现象频发，并衍生出暴力冲突、威胁、敲诈、

绑架等恶劣事件。彝人内部各种冲突，以及共同抱团发起的群体性抗议，又进一步增加了城市社会对彝人

群体的负面印象。为解决这些深层次的社会秩序问题，一些彝族工头以传统的家支为中心，召开家支聚

会、建立家支劳务派遣公司、筹建凉山农民工商会，以期遏制工头争夺工人引发的混乱，增强家支成员内部

团结，扩大自身生意规模，并加强与珠三角地方政府、社会的互动，重塑彝人的社会形象。

因此，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家支组织在珠三角彝人群体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这些传统关系

再造了彝人的社会秩序，一定程度上为年轻彝族工人提供了社会保护；另一方面，彝族工人被深度整合进

全球的代工经济和珠三角的劳动力市场中。社会在实现一定程度的自我保护的同时，却也顺利推动全球

资本市场触角在西南边陲彝人群体中的渗透。在珠三角的代工经济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跨国品牌商、贸易

公司、大型代工企业、小型代工企业、家庭作坊的多层分包体系；也能看到正式工、劳务派遣工、厂外包工

队、学生工、彝族工等构成的多样的劳务市场；而在那些临时工群体与企业之间，可能还存在漫长的分利链

条。“中国制造”内部的阶级图景可能要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二、世界信息产业中的印度 IT工人

与珠三角的彝族工人类似，项飚（2012）在《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以下简

写为《全球“猎身”》）一书描绘的世界信息产业中的印度 IT工人，也被复杂的中介链条组织起来，印度人

在海内外开办的劳力行是这一长串链条中的核心部分。全球性的资本流动、IT市场环境的变动和软件开

发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需要充足的临时劳动力库存，大量印度 IT工人便扮演着信息产业后备军的角

色。海外 IT业的高额工资和政府政策的引导，共同推动了印度社会对 IT业的狂热追逐。那些即将奔赴

海外的 IT人才，首先须为其在公立大学、私立学院或培训机构的学习支付巨额费用；为了购买海外工作

机会，他们又不得不为劳力行缴纳一笔不菲的中介费和其他服务费用。大量的教育费用和出国投入，非

单个 IT工人所能承担，未来配偶的嫁妆和家人亲属的财力支持，成为支撑 IT人才昂贵的人力资本投入的

关键资源。

如果一位印度 IT工人要到澳大利亚工作（当然目的地也可能是其他发达国家），一般来说，他首先要通

过国内劳力行办理签证，有时附带伪造一些证书文件、买一份工作，在缴纳中介费和各种服务费用后被送

往澳大利亚的劳力行。到达澳大利亚后，与国内机构合作的海外劳力行将为这位 IT工人提供担保，并与其

签约。随后他可能被派给客户，在劳动力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也可能被“板凳”。这个客户可能是澳大利

亚的 IT企业，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劳力行通过当地大型职业中介公司将工人推荐到 IT企业，这些职介公司

由于与政府和 IT企业的特殊关系，掌控了澳大利亚 40%~60%的 IT劳动力招聘业务。而这些劳力行要与

大型职业中介公司搭上线，往往又要借助与中介公司有长期关系的印度籍 IT合同顾问。因此，这位从印度

来到澳大利亚 IT公司工作的工人，其到手的税后工资可能要经过大型职业中介公司、合同顾问、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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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劳力行（有时不同劳力行还互相倒手）、国内劳力行、“简历转发人”①等多个中介的层层抽成。

与彝族工头的处境类似，海外的印度劳力行也面临着劳力行之间互相挖工人或抢公司客户的问题。

另一类可能的冲突则发生在工人与劳力行之间，包括：工人自行更换签证担保人，工人对薪酬待遇和长期

被“板凳”不满，工人要对劳力行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劳力行仍然从印度的族群

关系中寻找资源。化解冲突的可能渠道包括：（1）借助印裔中间人串联分别拥有工作机会和拥有合适劳动

力资源的劳力行，从而避免劳力行之间相互挖人；（2）劳力行的老板们积极介入印侨社团，通过各种宗教和

文化活动发展自己的社会网络并提高自己的声望；（3）借助工人中的能力出众者对劳力行与工人的冲突进

行调停；（4）借助劳力行老板与工人之间的共同的朋友网络抑制工人的不满。

劳力行与彝族工头同为劳工与流入地企业间的劳务中介，但印度劳力行的业务构成却更为复杂。除

了经营猎身生意，海内外的印度劳力行往往兼营软件开发、IT培训等业务。当然，也有不少海内外的印度

IT公司和培训机构兼做猎身生意。许多劳力行老板办公司的初衷本是想从事软件开发，但因为开拓产品

市场有困难，只好转向猎身生意。猎身生意、软件开发和 IT培训兼做的好处，首先体现为劳动力资源的灵

活配置，当工人被置于“板凳”时，可以被劳力行安排做些培训和软件开发方面的工作；其次体现为人力资

源输送、软件开发、IT培训三种生意网络的相互交叉、促进。许多老板仍然期望通过猎身生意积累原始资

本、获得廉价的板凳劳动力、拓展 IT业务网络，最终建立正规的 IT企业。

印度海外劳力行的存在，为发达国家 IT企业和职业中介逃避劳动监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美国、澳

大利亚等国，一旦公司为外国工人担保入境，那么不管工人有没有工作，公司都必须支付工资，否则将被工

人告上法庭。但印度人开办的劳力行却能伪装成雇主，将没有工作的工人置于板凳，安排从事劳力行的培

训、软件开发、接电话、清洁等工作，或在劳动力闲置时只发放少量的生活津贴。那些 IT企业和职业中介可

以从这个劳动力蓄水池中随意挑选工人，在辞退工人时也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项飚认为，印度 IT工人的流动也反映了沃勒斯坦（2013）所描绘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半边

缘国家—边缘国家 ”之间的层级关系。印度作为初级原料产地，出产 IT劳动力；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是

印度 IT工人进入全球信息产业的战略性门户，是其能力培养和简历提升的重要阶梯；澳大利亚则是其重要

根据地，他们在这里积累经验、提高技能，并力争获得永久居留权；美国则是其孜孜以求的“麦加”圣地，那

里有更为优厚的待遇和更为广阔的晋升前景。在这个以劳力行为核心的全球“猎身”体系中，同时存在着

三个层次的不平等。从微观看，印度 IT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取的收入被海内外劳力行和大型职业中介

盘剥，而行业内的风险则由其自身承担。从中观看，印度基层社会的资源被大量抽取到其人力资本投资和

IT教育培训行业中；通过向海外输送这些劳动力，印度的非正式 IT部门获得向上流动、变身正规 IT企业的

原始积累；而海外印度侨民经营的中小 IT企业则得到大量廉价劳动力和中介抽成；印度国内的大型 IT企

业则既获得丰富的人力资源，又纳入非正式部门企业在向上流动时带入的经济资本。从宏观上看，西方发

达国家的 IT行业通过“猎身”体系获得印度专门生产的过量 IT劳动力，印度基层社会的资源被源源不断地

抽取到西方发达国家。如果说彝族工人与珠三角代工厂的关系，反映的只是位居全球生产价值链末端的

①“简历转发人”主要包括曾在劳力行工作过或仍处于劳力行担保之下的工人，他们的客户主要包括两类（一般是自己的熟

人）：一类是无 IT工作经验，想买“签证”到海外谋生者；另一类是有 IT工作经验，想在流入地（如澳大利亚）寻找合适工作的 IT工人

（项飚，201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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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代工产业劳动力市场的复杂支配关系；那么印度 IT工人与世界信息产业的互动，则在展示劳动力市

场的复杂生态之外，进一步演绎了处于世界体系不同位置的国家之间的动态关系。

三、社会关系：规制还是助推市场化？

印度 IT工人与彝族工人同为产业后备军，他们流动的基本动力均在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收

入的巨大差距；都需要将很大一部分工资收入分享给各类劳务中介才能找到工作。对三年以内工作经验

的印度 IT工人而言，各类中介的回扣额度可能高达工人税前工资的 50%~60%，只有积累五年以上工作经

验，回扣额度才可能降到 20%（项飚，2012:115—116）；而彝族工人（2010年至 2012年间）到手的工资为每

小时 6~8元，被工头和各类中介扣除的额度为每小时 1~2元（刘东旭，2016:196—197）。

劳力行和工头在为企业提供高度灵活的劳动力队伍、规避用工风险、消解劳工不满等方面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作为企业控制劳动力的关键环节，区别只在于前者不介入大企业生产，后者通过带班进入生产

管理环节。而劳务中介对劳动力市场的组织控制又高度依赖于传统的社会关系。劳力行和工头均借助其

与基层社会的联系，从本族群中带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又通过本族群在流入地的社会关系网络拓展客户

资源，并在为客户输送工人时互通有无；在面临生意上的冲突、与工人的冲突时，他们策略性地重拾传统的

宗教文化和家支文化，并引入族群中的精英或其他中间人进行调停。

在两个边缘族群劳动力商品化的故事中，我们也能看到较为有限的社会保护。相比海外印度 IT工人

群体，珠三角彝族工人社会网络的保护与整合作用要更强一些。彝族工头在帮助工人融入流入地、重构流

动社会秩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普通彝族工人大多生活在工头和带班的周围，薪资交由其保管，城市生

活接受其引导，日常工作听从其管理，遇到困难请其帮忙解决。当面临工资拖欠、工伤、工亡等劳资纠纷

时，彝族工人群体很自然地聚集起来参与集体维权。借助领工制、工头网络和传统的家支组织，彝人更是

在珠三角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流动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存在的载体，往往是一些频繁的集体聚会，包括日常

聚会、节日聚会、宗教活动聚会、红白喜事聚会、家支聚会等。相比之下，海外的印度劳力行虽然也会为 IT
工人适应流入地的劳动力市场和工作环境提供一些指导和培训，劳力行老板和工人共同参加一些印侨社

团活动，工人内部也有一些相互帮助行为，但远未形成海外社区共同体。年轻的单身工人与那些已婚的印

度侨民、劳力行老板在生活中缺乏互动，工人内部则充满猜忌、攀比和利益分化。

刘东旭笔下的彝人社会网络，既是工头控制工人、获取丰厚中介回报的关键资源，也是彝人群体应对

劳动力市场边缘地位、城市社会歧视和陌生工作生活环境的重要依靠。①项飚则主要强调传统社会关系和

宗教文化的工具性角色，劳力行可借此获得劳动力资源、拓展客户资源、避免对手挖人、抑制工人不满，IT
工人也借此完成人力资本投资、获得签证担保、找到工作、获得公民身份甚至留在美国这个“麦加”圣地。

社会关系网络对印度 IT工人和彝族工人施加的社会保护之所以在两部著作中呈现出差别，在一定程

度上可能与两位作者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有关。从问题意识看，刘东旭及其所在研究团队②开

① 与刘东旭的研究类似，马欣荣在考察珠三角彝人的集体维权行动时，也强调社会关系网络在控制和保护方面的双重角色：地方政

府相关部门（统战、人社、民委等部门）借助工头的影响力化解劳资冲突，工头得到经济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实惠，而工人则依靠族群网

络和少数民族地位抱团维权（Ma, 2018）。
② 相关研究由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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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对珠三角彝族工人群体研究的一大初衷，便是回应城市社会和大众传媒对彝人社会群体的污名化和“奴

隶制”标签，改善珠三角彝人的生活环境。而项飚则坦言因为局外人的身份，在研究中更侧重“规范层面上

的批判”，“更多地看到控制、剥削和不平等”，如果这是一个中国案例，他或许会更多地看到劳力输出在经

济发展方面的积极意义（项飚，2012:序二 53）。比如，在研究“浙江村”时，他就更多强调其在经济发展和社

会发育层面的积极意义而忽略其内部不平等（项飚，2000）。在研究方法层面，刘东旭更偏重与彝族工头的

互动；而项飚则主要从印度 IT工人群体中获得信息。当然，两个群体内部构成的差别，可能在事实层面决

定了其劳动力市场中社会保护与整合程度的差别。彝族工人是相对均质化的底层劳工，在城市缺乏向上

流动的机会，来自外界的污名化和刻板印象也加剧了这个少数族群在日常生活和文化层面融入珠三角社

会的难度，这无疑加剧了他们对工头的依附性及内部抱团倾向。而印度 IT工人则是印度基层社会的精英，

在人力资本、种姓、阶层、性别等各个层面都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具有强烈的个体主义倾向和向上流动愿

望，大多通过弱关系或市场信息找到海内外的劳力行，群体内部联系松散、认同较弱。

尽管两个群体的社会保护程度存在差别，但市场“脱嵌”才是大势所趋。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在工头和

劳力行的操纵下，沦为各类中介抽成、企业灵活用工和劳动控制的重要工具，才是这两个故事中更本质的

一面。“领工制”下的彝族工人是可以供代工企业批量买卖、灵活使用、随意辞退的劳动力商品。“猎身”体系

中的印度 IT工人则以劳力行为中介，以个体化的方式参与到全球市场竞争中，独自承担市场中的风险。

波兰尼（2007）在讨论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时，指出人类社会中总是存在市场与社会的双向运动。但上述

两部著作启示我们，在“嵌入”与“脱嵌”的总体趋势下，市场与社会至少存在以下五种复杂关系：（1）市场“嵌

入”家庭、宗教、社区、族群等社会关系。（2）市场瓦解上述社会关系。如项飚在二十年后回访“浙江村”时发

现，原来那种以加工户和经营户之间相互扶持的代销关系为标志的横向合作网络被瓦解了，社会关系网络

本是企业存在的基础，当下却被异化为企业资本化运作的工具（项飙①，2017）。（3）社会关系的运作进一步产

生市场“脱嵌”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这正是《全球“猎身”》中力图呈现的经验现实。②项飚认为，格兰诺维特

论述的现今学者广为谈论的“嵌入”（Granovetter, 1985），如两个海外印度移民一起做生意、借助弱关系找工

作，很可能在波兰尼看来却属于“脱嵌”现象。“网络的作用远不是使印度 IT专业人员的流动嵌入其中，而是

使得这些流动更加全球化、多向度”，其结果是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的“脱嵌”进

程（项飚，2012：1-6）。（4）社会关系的运作，既形成有限的社会保护和抵抗，又从根本上推动市场的“脱嵌”。

如“领工制”下，彝族工人群体内部形成社会保护并相互抱团，与其成为代工企业随便调用的劳动工具，这两

种趋势并行不悖（刘东旭，2016），有限的社会保护和抵抗不过是工人群体深度卷入非正规经济生产后的自

我调适。（5）传统社会关系和乡土伦理为市场转嫁风险和矛盾提供便利，从而间接助推市场“脱嵌”趋势。印

度 IT工人高昂的教育培训费心、出国投入和海外失业的风险，均通过种姓制度、嫁妆制度、家庭网络转移到

印度的底层劳动者、低种姓者和妇女等群体中（项飚，2012:36-57）。与之类似的是，我国当前新生代农民工

的工资收入远不足以支撑其进入城市定居生活，基本公共服务（如子女教育、医疗）在许多大城市也处于缺

① 项飚后来改名为“项飙”。

② 项飚在《全球“猎身”》中开篇就点明这一主旨：“本书是一部关于‘嵌入性’和‘去嵌入性’的民族志，它描述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历

史过程：即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去嵌入性’是如何通过具体的社会行为和关系被产生出来、并靠它们来维持的。”（项飚，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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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状态。①为了应对上述问题，农村父母成为最大的牺牲者，他们尽可能压缩自己在养老和医疗需求，并在

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贡献自己的劳务，为子女结婚、进城、买房、抚育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市场化、

城市化进程中的利益冲突无形中转化为家庭内部的成员牺牲和代际不公。经济非正规化、用工灵活化得以

顺利运作，一定程度上正是建基于底层劳动者群体内部的资源再分配和部分成员的自我牺牲。

四、劳动过程控制与劳动力市场控制

《全球“猎身”》与《流动社会的秩序》不仅详细解析了“社会关系生产市场‘脱嵌’”这一悖论何以可能，

同时也借助边缘族群的视角，生动呈现了非正规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组织生态和控制机制。马克思

（1963:171-180）曾提出一个经典命题：资本家在市场中购买的只是工人的劳动力，问题是如何最大化工人

的劳动从而获得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与劳工之间围绕劳动过程反复进行的控制与抵抗，是大量劳工研究

论著最为核心的议题。②但马克思的命题与这些论著似乎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资本家对劳动过程的控制

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而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则是顺理成章的。上述两部著作似乎否定了这种假设。印度

IT工人和彝族工人的流动经历提示我们，劳动力的购买过程同样充满了利润榨取与利益冲突，同样有一套

复杂的组织体系、游戏玩法和权力关系。劳动力市场控制，相比劳动过程控制，同样值得挖掘。

劳动力市场中组织体系和生态链条的存在并非新鲜事，民国时期沿海大城市大量工作机会就由行会、

帮会等势力控制（裴宜理，2001）。只不过劳动力市场控制这一研究议题，在当前中国的经济、人口和制度

背景下，尤其能凸显其重要性。从经济层面看，如前所述，全球经济非正规化、生产弹性化、用工灵活化已

渐成趋势（Kalleberg, 2009），而中国位居全球生产链条的末端，订单经济的大幅波动伴随着大量劳动力的

招入或辞退，这必然会对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各级中介的控制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从人口层面看，自

2004年以来用工荒逐渐加剧（蔡昉、王美艳，2005），劳动力供求状况的逆转，无疑进一步加剧订单变动时

制造类企业大规模招募劳动力的难度，企业只能更为依仗各类劳务中介的帮助，只有这些中介才有能力将

招工的触角灵敏地伸向资本体系的边缘地带。从制度层面看，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加强了对企业

用工的规制，以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等灵活用工方式规避无固定期限合同、社保和经济补偿金等问题，成为

许多企业的选择，各类劳务中介和劳务派遣工/外包工数量因此迅速增长。

对我国改革开放后劳动力市场中的组织生态和控制机制的考察，总体上缺乏系统性。相关研究议题

包括：劳务派遣的用工现状（全总劳务派遣问题课题组，2012），政府对劳务派遣问题的规制效果（Feng,
2018），校企合作中的学生工权益问题与抗争行动（苏熠慧，2015；陈慧玲，2018），等等。刘东旭（2016）著

作对彝族工人流动、工作、生活方式及其所处劳务中介链条的考察，是对我国当代劳动力市场控制问题的

开拓性作品。在该领域内未来值得深度挖掘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劳务派遣工、外包工、学生工所处劳动力

市场的组织生态、利益链条与控制机制，各种临时工群体与劳务中介的矛盾冲突与化解方式，不同层级及

① 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部分由市场化运作和全球价值链分配导致，部分由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缺位和土地经营模式下住房价格不断

上涨导致。

② 闻翔、周潇（2007）对西方劳动过程研究的理论脉络进行了系统介绍，汪建华（2018）则对相关理论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验中的运

用进行了梳理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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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内部劳务中介的合作与竞争方式，改革开放后不同历史时段劳动力市场组织方式的演变，我国不同区

域、国企与非国企、蓝领与白领劳动力市场组织生态和支配关系的差异，当代劳动力市场的控制与民国时

期的行会、帮会控制有何异同，等等。

另外，随着劳务派遣工、外包工大量取代与企业直接签订合同的工人，①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内部的支

配方式会有何变化，企业与劳务中介在劳动控制与生产管理中有着怎样的合作与冲突，将是我国劳工研究

中值得关注的议题。劳动力市场组织方式渗入企业生产过程，劳动力市场组织方式影响劳动过程控制，在

我国的产业发展历史中并不鲜见。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军工和厂矿企业中，把头同时控制劳工招募和企业

生产管理，把头承包厂矿生产业务，普通工人则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依附于把头（马学军，2016）。而在民

国的棉纱厂中，则有不少女工是包工头控制下的包身工，虽然包工头不像把头那样直接管理生产，但其对

包身工极力盘剥、虐待的行径却直接影响了工厂的生产效率。包工头的背后是青帮势力，青帮正是借着帮

助国民党和资本家破坏共产党工运的契机，才得以大范围垄断棉纱行业的劳动力市场（洪尼格，2011）。另

一个将劳动力市场组织方式带入企业生产过程的典型例子，是改革开放后的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中层层

分包的最基层单位是由包工头和老乡亲戚构成的作业团队，包工头与工人独特的社会关系，能够有效生产

工人的认同与忠诚，约束生产过程中的不满，保证生产秩序的平稳（沈原，2007）。珠三角代工厂中的厂内

赶货工、彝族工人，国有重型装备企业中的入厂包工队，均在工头的带领下进入生产过程，并有助于增强企

业对正式工群体的管理控制（黄岩，2012；刘东旭，2016；贾文娟，2015）。而当劳务派遣工、外包工成为沿

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主力军，劳动力市场被劳务中介垄断，世界工厂的劳动控制方式是否因此而发生巨

变，则亟须劳工研究者通过深入的经验调查进行回应。

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部著作虽然在理论视野和问题关怀方面有所差异，但均未有理论剪裁经验

的痕迹。两位作者凭借其深厚的民族志功底和细腻的笔触，向读者详细地呈现了边缘族群劳动力的流动、

工作与生活图景，清晰地解析了劳动力市场中的组织体系、利益链条、权力关系和控制方式。相比之下，当

前我国劳工研究领域过于强调与西方的理论对话，过于强调发展理论、概念，而忽视对多层次、多区域复杂

经验的把握。基本经验不清而理论与价值先行的现象是该领域中的通病。在研究过程中，先尽量按下发

展理论概念的雄心，尊重现实的复杂性，以梳理清楚基本经验现实为首要目标，在现实感和理论视野的反

复互动中深化对中国劳工问题的理解，或许是这两部著作对劳工研究领域的另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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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ontrol in Labour Market:
A Review of“Global‘Body Shopping’”and“The Order in Moving Society”

WANG Jian-hua ZHANG Shu-wan

Abstract：Facing the increasing informalization of global economy,“Global‘Body Shopping’”and
“The Order in Moving Society”have unfolded the pictures of increasing informalization of global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ving labor in worldwide and nationwide. The former book traces the routines of
IT workers from India entering into global information industry by body shops while the later one explains
the pathway of Yi ethnic workers into OEMs in PRD through labor-boss system. Both body shops and la⁃
bor-boss system are based on traditional social network. However, the former one is mainly a functional
tool to transfer labor while the later one not only pushes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labor but also provide so⁃
cial protection to the migrant Yi labor. These two books add the following knowledge to existing research: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market and society is complex and the operation of social network may
further enhance the disembeddedness of the labor market. 2) Labor research should emphasis equally on
the control in labor process and labor market

Key words：Body Shop; Labor-boss system; Social protection; Disembeddedness ; Soci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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